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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谈《七发》及唐前“七体”赋作的主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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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:《七发》除了“戒奢”之外,还有一条讽谏主上举贤任能的主旨,由此可以看到诸多先秦时期文学

因素的影响。自《七激》始,“七体”的题材由问疾转变为招隐,但这一讽谏主旨一直未变。这成为其后七体作

品的基本内容,只是在不同阶段、不同作品中表现程度与方式有所差异。这一主旨符合文臣的基本精神诉求,

《七发》、《七激》等作品的宛转表达方式又为他们提供了安全合适的范本,最终造就了七体的模拟继作之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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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《七发》的主旨

《七发》可以看作是“七体”的开山之作,对后代“七体”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。它在“七事一文”的结

构、主客对答的模式、铺排渲染的行文等方面,对后世产生的影响早已成为共识。其实,《七发》的影响远

不止这些较为表层、显见的方面。在更为深广的方面,后代“七体”赋作仍可见《七发》之余绪。《七发》的
主旨及其实现方式就是其中最重要的深层影响因素,对唐前七体作品产生了重要影响,也在一定意义上

界定了七体的本质特征。
关于《七发》的主旨,多认为是通过“问疾”而“戒奢”。如有人说:“作者要将其所否定的方面推向极

端,以警世人。同时,与其所讲述的田猎、观涛两方面生活的描写构成了跌宕之势,表明吴客所讲述的内

容同太子习以为常的生活有较大的差别,因此太子的态度、作者所强调的程度,都有不同。”[1]又如说:
“《七发》的作者,针对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生活的极端荒淫奢侈,腐朽腐烂,提出了尖锐的批评,讽喻性,思
想性较鲜明。”[2]类似观点随处可见。对于《七发》的主旨,多数学者均认为作者是通过问病以达到“戒
奢”的目的。这一认识并无不妥,也符合《七发》的文本实际,但同时也应看到,《七发》还有一条并行不悖

甚而是更为重要的主题线索,即激励主上举贤任能,这一点往往为多数学者所忽视。
这在《七发》的序言和最后一段中有隐性的表现,序云:“客曰:‘今夫贵人之子,必宫居而闺处,……

故曰:纵耳目之欲,恣支体之安者,伤血脉之和。且夫出舆入辇,命曰蹶痿之机;……虽令扁鹊治内,巫咸

治外,尚何及哉! 今如太子之病者,独宜世之君子,博见强识,承间语事,变度易意,常无离侧,以为羽翼。
淹沉之乐,浩唐之心,遁佚之志,其奚由至哉!’太子曰:‘诺。病已,请事此事。’客曰:‘今太子之病,可无

药石针刺灸疗而已,可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也,不欲闻之乎?’太子曰:‘仆愿闻之。’”[3]从这里可以看出,吴
客除了指出太子之病根在于“久耽安乐”外,还直接指出根除疾病的方法:“今如太子之病者,独宜世之君

子,博见强识,承间语事,变度易意,常无离侧,以为羽翼。淹沉之乐,浩唐之心,遁佚之志,其奚由至哉!”
显然,吴客认为要根除这种由安乐导致的疾病,除“戒奢”之外,更重要的是要有“宜世之君子”常在左右,
希望太子励精图治,举贤任能,这是吴客的最终目的。但太子对吴客的建议显然了悟不深,只是应付性

地说:“诺。病已,请事此事。”等病好了再做吧,关注的仍是当下的疾病。面对自己的劝谏不被理解,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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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只能改变战略,不再直接劝其重贤,而是紧扣太子的关注点疾病、治病,卖关子式地引诱太子听他的疗

疾新法,“要言妙道”,一步步使太子了悟。
《七发》末段终于将吴客的主题水到渠成地推举出来:“客曰:‘将为太子奏方术之士有资略者,若庄

周、魏牟、杨朱、墨翟、便蜎、詹何之伦,使之论天下之精微,理万物之是非。孔、老览观,孟子持筹而算之,
万不失一。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。太子岂欲闻之乎?’于是太子据几而起,曰:‘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土之

言。’涊然汗出,霍然病已。”吴客极力渲染的“音乐”、“美食”并没有使太子好转,“游猎”、“观涛”虽使他稍

有起色,但最终使他“霍然病已”的,则是吴客所言的另一种“要言妙道”:群贤毕至,并与序言中的“宜世

之君子,以为羽翼”前后呼应。由此可见,《七发》表面上是吴客为公子疗疾、劝其“戒奢”,实则不止于此。
吴客除劝谏公子走出奢淫的生活外,更重要的是希望他能励精图治,举贤任能。

吴客希望太子举贤任能,其深层意蕴是作者对君臣(主下)关系与君臣知遇的思考。作为文臣,都希

望能够君臣知遇、关系和谐,因而君臣(主下)关系历来是文臣表达的重要主题,在汉代尤其如此。有学

者说:“就这些作品的一致性而言,却为后人研究汉代文学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,从中可以看到,遇与

不遇这个富有哲学意味的人生课题,成为两汉文学的重要主题。它不但普遍内在于设辞类作品,而且贯

串于其他各类文学样式,是研究两汉文学不可忽视的一个侧面。”[4]确实,从设辞类作品论及其他文学样

式,“遇与不遇”是两汉文学的重要主题。《七发》就正是从这一角度演绎了两汉文学的这一重要主题,寄
托了作者对主上的讽谏之意,在主上身上寄托了知遇情结。

毋庸置疑,讽谏主上举贤任能是《七发》的重要主旨。

二、《七发》及“七体”的文学渊源

关于《七发》及“七体”的文学渊源,前人多有论述,如“《鬼谷子》说”、“《管子》说”、“诸子说”、“《七谏》
说”等。刘熙载、章太炎、钱钟书等人还认为其源出于《招魂》、《大招》,章学诚云:“孟子问齐王之大欲,历
举轻暖肥甘、声音采色,《七林》之所启也。而或以为创之枚乘,忘其祖矣。”[5]李善云:“《七发》者,说七事

以启发太子也。犹《楚辞·七谏》之流。”[6]211本文认为,一种文学现象、文学题材的产生,其影响因素必

然是多向多层次的,《七发》或多或少、或深或浅受到上述各种因素的影响。《管子·七臣七主》、《鬼谷

子·七箝》、《七谏》三种说法,主要着眼于形式结构方面:均以“七”名篇,以七段主要内容表达主旨。《管
子·七臣七主》的影响更为直接,直接确立的是“6+1”的“六过一是”模式。

将其源头归于《招魂》、《大招》,钱钟书说:“将招魂之法移动于疗疾病,只是将平铺改为了层进而

已。”[7]认为其影响因子是平铺渲染的文学技法,这有一定道理。但从另一个角度看,《招魂》、《大招》对
《七发》的影响远不止此。二者对比可以看出,《招魂》、《大招》在主旨上的影响也是重要因子,王逸说:
“放佚,厥命将落。故作《招魂》,欲以复其精神,延其年寿,外陈四方之恶,内崇楚国之美,以讽谏怀王,冀
其觉悟而还之也。”[6]175《招魂》除了延续寿命的意图之外,还有讽谏怀王以使其重用屈原的目的。《大
招》有相近的主旨,王逸说:“故愤然大招其魂,盛称楚国之乐,崇怀、襄之德,以比三王,能任用贤,公卿明

察,能荐举人,宜辅佐之,以兴至治,因以风谏,达己之志也。”[6]192寄托君臣知遇理想,讽谏主上举贤任

能,是这些作品的重要主旨。从文本实际看,这种讽谏意图是通过独特的方式展现出来的,铺排、宛转是

其基本特征。以《招魂》为例,前半部分极言四方之地、上天、幽都不可以托,分别罗列四方以及上天和幽

都之害,以招其“魂兮归来”。后半部分又极力渲染故乡之美,包括“居室之美”、“室中之观”、“食多方

些”、“女乐罗些”等。文本表面上洋洋洒洒,极力铺排,真正的深层主旨隐藏在这一铺排之下,通过宛转

而非直接的方式表现出来。对比《招魂》、《大招》与《七发》,不难看出,讽谏主上举贤任能的主旨,以及宛

转铺排的展现方式,对《七发》产生了深层次的影响。
依此思路可以发现,以上诸多说法看似莫衷一是,其实大多有一种深层的共性。如“《七谏》说”,李

善认为:“《七发》者,说七事以启发太子也。犹《楚辞·七谏》之流。”因为《七谏》后于《七发》,因此李善此

说颇遭诟病,不少学者认为李善漠视事实[8]。不可否认,《七谏》当晚于《七发》,但同时更应看到,李善并

非忽略或漠视这一简单事实,其说法更有深意。对比《七谏》与《七发》可以看出,《七谏》与《七发》除命名



相似、结构相近外,更为深层的相近之处还在于《七谏》的主旨与《七发》相类。细研《七谏》可以看出,此
篇多悲悯屈原,重要内容是屈原的时命乖舛、不得伸展。如《谬谏》一章:“列子隐身而穷处兮,世莫可以

寄托。众鸟皆有行列兮,凤独翔翔而无所薄。经浊世而不得志兮,愿侧身岩穴而自托。欲阖口而无言

兮,尝被君之厚得。独便悁而怀毒兮,愁郁郁而之焉极。念三年之积思兮,愿壹见而陈词。”[6]230这里悲

叹的正是屈原人格高尚、才华出众却不得任用、君臣不知而无奈之极的境遇,类似哀叹在本篇中层出不

穷,对君臣关系的慨叹、臣下不得任用的愤懑无奈是本篇的核心,《七谏》的深层主旨也就是反复劝谏主

上关注君臣关系,举贤任能。当然,这一主旨仍然是隐在的、深层的,主旨的展现仍然通过宛转、铺排的

方式实现。其前后罗列《初放》、《沉江》、《怨世》、《怨思》、《自悲》、《哀命》、《谬谏》七章,极力展现其“殷勤

之意,忠厚之节”[6]211。这样看来,李善说《七发》是《七谏》之流,其实更为侧重两者的深层关联,而不仅

是篇题相近。其所言“……之流”,也未必确指《七发》乃《七谏》之后起。“流”字除有与“源”相对的末流

之意外,也有“类派”、“流派”[9]之意,如《汉书·艺文志》所言“儒家者流,盖出于司徒之官”,即指一派、一
类。所以,李善所言当为“《七发》是《七谏》一类作品”之意。

三、《七激》主旨的承变

从现存文献看,《七发》之后一段时间内并没有立即形成模拟创作风气,直到东汉此风方盛,这批作

品有东汉初期傅毅《七激》、刘广世《七兴》、崔骃《七依》,其后崔瑗《七苏》、李尤《七款》、张衡《七辩》、马融

《七广》、桓麟《七说》、桓彬《七设》、崔琦《七翻》、刘梁《七举》等。可惜保存较为完整的只有《七激》、《七
辩》两篇,《七激》是《七发》之后较早的模拟之作,与《七发》的比较也显得格外重要。

在《七激》中,主客双方分别是徒华公子和玄通子,主方游心黄老执意隐遁,客方列举诸事启发主方

劝其出世,主方最终弃隐从仕。客方为达到劝谏目的,连铺音乐、美食、车马、校猎、宫苑、盛世六事(而非

七事),这在七体赋中少见,原因不明,抑或作者为殊异于《七发》而有意为之。从其相同处看,《七激》对
《七发》较为明显的模仿有:题名相似;选取题材近似,其铺排之音乐、美食、车马、校猎、宫苑五事,直接承

于《七发》;文学描写风格技法也有较明显的相似。这些都已为学者们所见。从其不同处看,前人总结的

差异主要有:第一,题材内容上进行了较大改动,由《七发》的“问疾”变成“招隐”;第二,序言简化;第三,
《七发》为诸子多派思想并存,《七激》为儒家入世思想独存;第四,《七发》采用的是“六过一是”的模式,充
满讽刺之意,而《七激》对音乐、美食、车马等的铺排则是颂美之情。

应该说,这些总结有其合理之处,但仍有深入探讨的余地。首先需要探讨的是《七激》的主旨。如

说:“从题旨方面看,后世‘七’体由《七发》通过‘问疾’告诫膏粱子弟,转变为通过‘招隐’劝告隐者入仕。
……‘七’体题旨的这种转变,带来了一系列新变化。首先是情感倾向由‘刺’变为‘颂美’。”[10]应该承

认,《七激》的题材内容确实已由“问疾”变为“招隐”,但主旨却并非只是“颂美”。从表面看,作者对前五

事的铺陈充满赞美之情,最后一事对当今盛世的描写最终促动隐士的从仕,赞美之意溢于言表。但结合

其时代背景及文本实际看,这都是表面现象,深层主旨仍在讽谏。对此,王德华认为“讽谏”是包括《七
激》在内的唐前“七体”的基本特征[11]。

还要进一步指出的是,《七激》作为《七发》之后较早的“七体”,其讽谏核心仍是“举贤任能”,这可从

最后一段对当今盛世的描绘中窥见:“玄通子曰:‘汉之盛世,存乎永平,太和协畼,万机穆清,于是群俊学

士云集辟雍,含咏圣术,文质发朦,达义农之妙旨,照虞夏之典坟,遵孔氏之宪则,投颜闵之高迹。推义穷

类,靡不博观,光润嘉美,世宗其言。’公子矍然而兴曰:‘至乎,主得圣道,天基允臧,明哲用思,君子所常,
自知沉溺,久蔽不悟,请诵斯语,仰子法度。’”[12]707

《后汉书·文苑列传》说:“毅以显宗求贤不笃,士多隐处,故作《七激》以为讽。”傅毅作《七激》有其社

会背景和深层目的,显宗求贤不诚导致文士多隐,这为傅毅所不满。结合文本最后一段,玄通子描绘的

是盛世之下“群俊学士”意气风发、得志伸展的盛况。促动公子弃隐出世的真正原因,在于玄通子所描绘

的群贤毕至、君臣相得的理想境界,而不是诸多繁华享受,最终目的是讽谏君主尽心尽力地举贤任能,通
过展现隐士贤人的精神追求,使君主明了贤人的渴望。两相对照,很容易体味作者在其中寄予的讽谏之



意,希望君王能够励精图治、举贤任能,而不仅是颂赞当前、启迪招隐。
其次,还要进一步说明的是,《七激》讽谏主旨的实现机制相对于《七发》而言,既有继承也有发展。
《七发》“举贤任能”这一讽谏主旨的实现主要通过三种方式:一是序言中的直言相劝:“独宜世之君

子,博见强识,承间语事,变度易意,常无离侧,以为羽翼。”但明显可以看出,这种直言劝谏效果不佳,表
现得也十分隐晦,作者无奈于直言的微弱效果,从而有意避免,所以,这种方式只是点到为止,而未大肆

宣扬。二是对前六事的极力铺排起到反衬和逐步引导的作用。“音乐”、“饮食”等这些在序言中被贬为

“伐性之斧”的奢侈享受,起的是以毒攻毒的反衬作用,让听者厌倦,逐渐走出这种生活。“田猎”、“观涛”
等更进一步,是对听者的进一步引导,使公子走出奢华,进入阔大的生活境界,为最高境界的到来铺平道

路。三是直接以文本实际展现自己的主张。从文本篇幅看,前六段虽有长短之别,但最末一段明显短于

前六段,形成明显的差异感。这是作者对其所宣扬的“要言妙道”的直接表现,前文六段“要言妙道”洋洋

洒洒,而最终一段寄托讽谏的真正的“要言妙道”才了了数言,以最直观的方式进行展现。这也是道家一

直所主张的“大辩无言”、“道可道非常道”。
对比之下,《七激》深层次的讽谏功能的实现方式不同于《七发》,主要通过两种方式:第一种方式,是

以反话的方式将凋敝的现实描绘为盛世,将不重贤人的当世描写为群贤毕集,以此寄托讽谏、激励和期

望之意。对此,孙晶说:“傅毅赞颂永平盛世是为了招诱隐者,但永平之时却无招贤良、尊岩穴幽隐之士

的举措,隐者也不会轻易出仕,因此赋末徒华公子‘自知沉溺,久蔽不悟,请诵斯语,仰子法度’,这样似乎

要入世的言辞也就显得有些言不由衷了,作品的讽谏之意也因此显露出来。”[13]第二种方式,是通过展

现隐士贤人的极端期待,渴望主上明了其心迹。徒华公子面对声色享受毫不动心,而在君臣相知的盛世

图景刺激之下却毅然弃隐。隐士贤人的真正期待不言而喻,也展示出作者对君主能了悟此心的渴望。
两相对比,题材由《七发》的问疾转变为《七激》的招隐之后,主旨表达更为宛转。在《七发》的主客对

答中,可对应现实之中的君臣(主下),客所言所谏可以较明了地映射现实中的君主;而《七激》为隐士和

劝谏者的对答,劝谏的直接对象不是君主而是隐士,对现实君主的劝谏和映射更隐僻、宛转。

四、唐前其他“七体”赋作的主旨

《七发》之后,自傅毅《七激》始一改“问疾”题材,其确立的招隐题材成为唐前七体赋作的主要题材,
但《七发》以来的举贤任能的讽谏主旨却如影随形,一直伴随着唐前七体赋作。其发展历程如下表所示:

表1 唐前七体赋作“举贤任能”讽谏主旨发展状况表

篇名 时代 与“举贤任能”的讽谏主旨相关的表述

张衡《七辩》 东汉
是以英人底才,不赏而劝,学而不厌,教而不倦。于是二八之俦,列乎帝庭,揆事施教,地平

天成。[12]775

王粲《七释》 东汉 登俊乂于垄亩,举贤才于仄微,置彼周行,列于邦畿。九德咸事,百僚师师。[12]963

曹植《七启》 三国
镜机子曰:“世有圣宰,……河滨无洗耳之士,乔岳无巢居之民。是以俊乂来仕,观国之光,
举不遗才,进各异方,赞曲礼于辟雍,讲文德于明堂,正流俗之华说,综孔氏之旧章。”[14]1143

陆机《七微》 晋 然圣主达持盈之宾术,寤经国之在贤,各毕荣于分扄,期赞化于大钩。[15]2020

张协《七命》 晋
至闻皇风载韪,时圣道淳,举实为秋,摛藻为春,下有可封之人,上有大哉之君,余虽不敏,请
寻后尘。[15]1954

  就现在保存完整的先唐七体赋看,讽谏主上“举贤任能”,寄托君臣相得理想,的确是这些作品十分

重要的主旨。当然,其“举贤任能”的讽谏主旨虽如影随形伴随着唐前七体赋,但其在不同阶段、不同作

品中表现程度和方式也不尽相同。
《七激》、《七启》等作品的讽谏主旨表现得较为突出。如《七启》倒数第二段所铺排的第六事说:“镜

机子曰:‘予闻君子乐奋节以显义,烈士甘危躯以成仁,是以雄俊之徒,交党结伦。重气轻命,感分遗身。
故田光伏剑于北燕,公叔毕命于西秦。果毅轻断。虎步谷风,威熠万乘,华夏称雄。’辞未及终,而玄微子

曰:‘善。’镜机子曰:‘此乃游侠之徒耳,未足称妙也。若夫田文无忌之俦,乃上古之俊公子也。皆飞仁扬

义,腾跃道艺,游心无方,抗志云际。陵轹诸侯,驱驰当世。挥袂则九野生风,慷慨则气成虹蜺。吾子若



当此之时,能从我而友之乎?’玄微子曰:‘予亮愿焉。然方于大道,有累如何?’”[14]1142

作者在铺排美食、容饰、羽猎、宫馆、声色五事之后,隐士均表示没有任何兴趣,第六事显然已更进一

步触动了隐士的兴趣。内容是游侠之徒和田文、无忌之类君子,游侠之徒甘为知己者死,田文、无忌之类

君子更是重贤任士的楷模。这种知音之聚、上下赏识的和谐关系促动了隐士的兴趣。在此促动之下,作
者最后一段铺排当今主上的圣恩浩荡,最终使隐士弃隐。可以看出,《七启》中有十分浓重的上下知遇、
君臣相得的情结,其举贤任能的讽谏主旨表现得较为明显。

当然,其他作品也时有这一主旨,但表现得较为隐晦。如陆机《七微》,最后一段极言当今盛世圣恩

浩荡,其中关于君臣相知的描绘可以看作是皇恩的一个方面,其独立性并不十分明显。可以看出,这种

作品也寄托了讽谏之意,但举贤任能的主旨不如《七启》等明显。
举贤任能的讽谏主旨在现存的唐前七体赋中均有体现,只是表现程度略有差异,这与作品产生的时

代背景、作者自身遭遇的不同都有一定关系。应该说,隐逸之士的大量出现、君主不重励精图治、举贤任

能,正是《七激》题材转换的客观原因。而之后赋作多模拟,原因则在于自《七发》以来,此种文体确立的

举贤任能的讽谏主旨,很大程度上符合了文士、文臣的基本理想,为他们表达内心提供了一种较为完美

的方式。要实现“兼济天下”的理想,得到主上任用是基本前提。文人之士多不如意,因不满现实而弃官

的隐士多有出现,于是,讽谏主上能够举贤任能就成为文士的基本诉求。《七发》、《七激》确立的宛转表

达方式,又给进谏提供了一种较为安全和方便的方式。所以,在七体赋作中此主旨一直如影随形,举贤

任能成为或隐或显的七体赋的灵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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